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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碳解锁效率角度出发客观评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绩效，采用非期望超效率模型测算长江经

济带 11个省市 2000—2018年碳解锁效率，结合 Malmquist指数模型进行效率分解及动态分析，并借助 Tobit面板

模型探究碳解锁效率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整体上，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升高趋势，各省市间的差

异性先扩大后缩小并逐步趋于稳定，上中下游省市碳解锁效率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总体碳解锁效率变化指数处于

上升阶段，依靠技术进步能够有效提高碳解锁效率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及城镇化水平与碳解锁效率呈现

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和创新水平呈现负向效应。政府应充分考虑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性，合理制定碳减排目标和

碳减排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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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所辖人口和地区经济总量分别占中国的 42.9%和 46.2%，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已经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但长江经

济带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压力。研究机构 Carbon Brief 推算得出 2018 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达 100 亿吨，而长江经

济带占据国土面积的 21.36%，覆盖 9 省 2 市，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是我国碳排放的重点区域。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 30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必定伴随着资源的高投入及环境的高污染；另一方面，周边产业仍受

“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陈旧观念影响，与不断恶化的区域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传统粗

放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为更加环保、更加低耗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长江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需要统筹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之间的关系，而碳解锁效率关键旨在保持长江经济带经济效益增加的同时，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以摆脱相应的碳锁定效应。

基于此，科学客观地评价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分析其区域差异性以及影响碳解锁效率的驱动因素，合理制定碳减排目标和

积极执行碳减排政策以实现碳排放强度“负增长”，对助力长江上中下游区域“一张图”协调发展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

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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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学者 UnruhGC早在 2000年就提出基于“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 Complex,TIC）演化形成的“碳

锁定”的概念，他认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桎梏于以化石能源为依赖的碳密集能源系统，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阻碍工业发展进程

中环境技术的广泛应用
[1-2]

；后续研究进一步扩充“碳锁定”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集权制和重污染产业的扩张

效应最终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Karlsson R,2012)[3]；碳锁定是围绕主导碳基技术形成的超稳定结构的技术体制，会对经济

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李宏伟等，2018)[4]。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通过研究碳锁定成因、碳锁定程度等探寻相关碳解锁路径。

有学者认为碳锁定主要成因是技术、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谢海生、庄贵阳，2016)[5]；也有学者基于碳超载率

衡量锁定程度，认为技术和制度的改革成本阻碍现有技术的低碳化，从而导致锁定状态无解（汪中华、成鹏飞，2016)[6]。国内

学者遵循碳锁定“技术—制度”共同演化的驱动机制，具体从碳基技术体制、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角度进行碳解锁的相关研

究。有学者从技术体制的角度得到外部环境与碳基技术体制适应能力共同作用能够“解锁”（李宏伟、杨梅锦，2013)[7]；也有

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具有的能源偏向性不利于解锁碳排放锁定效应，同时又指出加强制度创新能够有效发挥绿色倒逼效应（刘备、

董直庆，2020)[8]。之后研究进一步从区域锁定和产业锁定两个角度探究碳锁定和碳解锁。有学者采用实证模型计算得出湖北省

内各城市的区域碳锁定状况（刘晓凤，2019)[9]；利用西北五省相关碳排放量数据与其产业结构碳锁定程度进行灰色关联分析（郭

卫香、孙慧，2018)[10]。国内学者从微观视角去探究区域碳解锁微观驱动机制，以基础动力、发展动力和调节动力三个子系统构

成的“区域碳解锁”微观动力结构为基础，对系统内各微观主体的行为策略展开博弈分析，并进一步形成了碳解锁的微观驱动

机制（梁中等，2020)
[11]
。 

后续研究学者主要集中于如何“摆脱碳锁定”。Unruh G C在《解除碳锁定》一文中指出，“逃脱碳锁定”需要外力因素介

入，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可对碳解锁有着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2]。国外学者认为技术政策能够有效减缓碳锁定效应（Sanden B A、

AzaC,2004)[12]；尤其是从制度视角认为对化石能源撤资能够有效摆脱碳锁定（Healy N、Barry J,2017)[13]。碳锁定不但会造成

技术和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同时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负面影响。有学者指出碳锁定会造成对清洁能源投资的减少（Bento 

N,2010)
[14]

；也有学者指出碳锁定造成的实际搁浅资产成本更高等（Unruh G C,2019)
[15]
。随着研究的深入，碳解锁问题逐渐具

体化。大多学者致力于分情况研究各国碳锁定过程，诸如美国电力行业是否在一系列措施下“摆脱碳锁定”，加拿大自身碳锁

定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以及认为某些激励政策干预能够引发低碳经济结构变化从而降低碳锁定出现的概率，并且认为开发出突

破式清洁技术有利于打破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碳锁定过程（Karlsson R,2021;Carley S,2011;Haley B,2011;Mattauch L,et 

al.,2015)[3,16-18]。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偏好对碳锁定和碳解锁相关研究的量化分析，且碳锁定效应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测算替代效应和

建立模型。国外学者通过研究渐进式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与清洁部门和污染部门之间的替代效应的相互作用以评估碳锁定效应，

碳税政策和加大清洁技术的补贴对碳解锁起到显著作用（Mattauch L,et al.,2015)[18]；也有学者研究荷兰化学工业中潜在的碳

锁定效应，认为碳锁定的加剧是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和低碳技术不兼容所导致的（Janipour Z,et al.,2020)
[19]
。国内学者大多

采用构建模型的方式对碳锁定状况进行测量，有学者运用投入产出法、空间自相关法以及通径分析模型，测度中国各省碳锁定

系数并分析时空演变特征；有学者构建要素投入锁定效应模型，并对高碳产业转换成本锁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还有学者利用

碳排放量和碳汇量构建碳锁定系数模型，以测度中国 30个省份的碳锁定程度（徐盈之等，2015；蔡海亚等，2016；张济建等，

2018；孙丽文等，2020)[20-23]。 

综上，围绕对碳锁定和碳解锁的量化分析在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基础，但鲜有文献着眼于对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的测度

分析。据此，本文提出“碳解锁效率”的相关概念，认为碳解锁效率是指相关部门提供一定制度投入和技术投入后，碳锁定的

“摆脱”程度。碳解锁效率的内涵是基于“投入—产出”的角度追求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需要通

过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利用投入指标要素的效率，即获取期望产出的能力做出考量，同时也要对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的非期望产

出，即获取期望产出而牺牲的生态环境效益做出考量。因此，本文通过 SE-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构建碳解锁效率评价指

标体系并测算出具体效率数值，分析碳解锁效率的动态影响机制。本文从碳解锁效率这一角度出发，考虑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的碳锁定存在明显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以碳解锁效率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划分了评价指标的类型。本文首先利用非期望超效

率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 2000—2018 年的碳解锁效率，并对省际差异进行比较；其次运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算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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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效率时空动态变化；最后利用 Tobit面板模型分析影响碳解锁效率差异的驱动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 

（一）效率测度模型 

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碳解锁效率进行测度，这是一种可以忽略函数形式以及数据标准化并能

够对研究对象进行相对比较的方法。本文所提出的“碳解锁效率”需要考虑“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双重效益，因此，研究选

取非期望产出的 DEA 模型。关于处理非期望产出的具体应用，国内外学者主要应用方向距离函数或者径向模型以及 SBM 模型。

国内学者在测度绿色生产效率等相关指标时，为有效解决非期望产出问题，即选择 SBM 模型，并基于非期望产出处置生产可能

集（肖泽磊等，2012；李静、王姝兰，2020;)[24-25]。再者，传统的 DEA模型不能够进行对前沿面上有效决策单元的区分，伴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1993 年 Andersen 和 Petersen 提出建立超效率模型[26]。本文将碳解锁效率产出指标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碳

排放强度两方面，其中碳排放强度为“坏产出”，即为非期望产出，碳排放强度的意向符号为负。同时，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

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排放，但在现实生活中，产出分为“好产出”和“坏产出”，GDP的增长是“好产出”，

但其所带来的副产品，诸如“三废”的增加就是“坏产出”。因此，Tone 进一步提出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测度模型，综合考虑包

含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三者关系。 

本文参照 Tone提出的 SBM模型的解决方法，非期望产出的 SE-SBM模型为： 

 

首先假定整个生产系统有 n个决策单元 DMU，每个 DMU又可以区分为 m种投入 x、s1种期望产出 yg以及 s2种期望产出 yb；其

次定义矩阵 X、Yg、Yb分别为 X=[x1,x2,⋯,xn]、Yg=[y1
g,y2

g,⋯,yg
n]、Yb=[y1

b,y2
b,⋯,yb

n]，其中 x、yg、yb均大于 0；最后不变规模报酬

下的生产集合为 P={(x,yg,yb)|x≥Xλ,yg≤Ygλ,yb≤Ybλ}。式（1）中，s是松弛变量，目标函数 p关于 s-、sg、sb,取值范围在 0～

1之间，xij、yrj分别为第 j个 DMU的 i项投入和 j项产出。当且仅当 s
-
、s

g
、s

b
相等时，该 DMU有效；否则，该 DMU无效。 

（二）Malmquist指数模型 

需要明确的是，上文所提及的效率测度模型不能够直接观测到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仅针对组内决策单

元 DMU之间的相对效率值进行比较。因此，为对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进行效率分解以及动态影像机制分析，需要引入 Malmqu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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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模型。Malmquist 生产力指数由 Malmquist(1953）提出，由 Fare 等人进一步发展。Malmquist 指数的模型内涵是运用距离

函数描述多个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的生产技术。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即 M(xt+1,yt+1,xt,yt)具体构造 t 期到 t+1 期的用以衡量

技术效率、技术和全要素三者之间的变动关系。具体到本文对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的研究，将 Malmquist 指数分解为技术效

率变化（effch）和技术变化（techch）两部分，技术效率变化（effch）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和规模效

率变化（sech），其公示如下： 

 

式（2）表示，若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M(xt+1,yt+1,xt,yt)>1，表示生产率水平提高。技术效率变化（effch）具体指相对技

术效率的变化程度，即技术效率变动指数，effch>1表示 DMU在 t+1期与其前沿面的距离相对近于 t期与其前沿面，相对效率提

高。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大于 1 意味着管理的改善促进效率提高，规模效率变化（sech）大于 1 意味着 DMU 逐步趋于最优

规模，技术变化（techch）大于 1 表示技术进步。因此，本文进一步选择 Malmquist 指数模型，能够分析得到长江经济带碳解

锁效率的动态影响机制。 

（三）面板回归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考虑效率测度模型测算出的碳解锁效率值是“截尾”数据，因此，本

文选择 Tobit 面板回归模型。Tobin(1958）认为被解释变量存在有上限、下限或者极值等问题，后人将这类存在选择性行为、

存在极值的模型统称为“Tobit”[27]。Tobit 面板模型又被称为样本选择模型，不同于离散模型或者连续变量模型，其最大特点

是被解释变量是受限变量。Tobit面板模型由表示约束条件的选择方程和满足前者的连续变量选择方程构成，一般表现形式为： 

 

式（3）中，y*是潜在因变量，潜变量大于 0 时被观察到，取值为 yi，小于等于 0 时在 0处截尾，则 Tobit 面板模型中 y*的

负值应用 0 来替代，以此减少回归带来的偏差。由于效率测度模型得到的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值除了受到已经考虑的投入指

标、产出指标的影响，还应受到其他因素的驱动，且本文测算得出的碳解锁效率的超效率值是大于 0 的截尾数据，若直接以效

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 OLS 模型进行回归，参数的估计将出现较大偏差。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适合应用 Tobit 面

板模型对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三、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测度 

（一）指标选取 

碳解锁效率指标内涵是追求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需要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利用投入指标要

素的效率，即获取期望产出的能力做出考量，同时也要对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的非期望产出，即获取期望产出而牺牲的生态环

境效益做出考量。 

本文构建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所需投入与产出的指标体系。碳锁定本质上是工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化石能源的高度

依赖性导致的“制度—技术”双重锁定，且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碳锁定存在明显的投入产出关系
[20]
，因此本文以碳解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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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划分评价指标的两种类型。结合以上研究内容，本文立足制度和技术两个视角，依据碳解锁最终目标是促

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认为所需指标包括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类。其中，投入指标包括制度和技术。在制度

投入方面，环境规制水平是反映制度水平的指标之一，环境规制策略的选择基于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意愿，意愿不同导致地区

环境治理强度存在差异[28]，用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可以反映出政府治理环境的意愿；本文参考刘

伟丽、刘宏楠（2020)[29]的做法，用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评分来表示制度质量水平。技术投入用技术经费和技术人才

予以表征，其中，技术经费具体为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与总收入之比；技术人才具体为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人员全时当量与总收入之比。期望产出采用各省市地区人均实际 GDP与中国人均实际 GDP之比来表示，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

响，以 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关于非期望产出的选取，本文出于综合考量，用地区碳排放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碳排

放强度，地区碳排放量数据根据《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并参考于向宇等（2019)[30]的做法，采用碳排放系数法

计算。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 11个省市作为决策单元，利用

2000—2018 年的数据测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碳解锁效率值。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部分缺失数据由最近邻数据填补。 

（二）碳解锁效率估计结果 

根据 MaxDEA软件中的超效率模型，估算得到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历年碳解锁效率值。 

（三）碳解锁效率实证分析 

第一，从整体时间演进来看，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碳解锁效率总体呈现先下降后升高的状态，以 5年为分界线，2000—2004

年各决策单元的碳解锁效率总体均值为 1.016,2005—2009 年各决策单元的碳解锁效率总体均值为 1.000,2010—2014 年各决策

单元的碳解锁效率总体均值为 1.096,2015—2018 年各决策单元的碳解锁效率总体均值为 1.118，这充分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的

碳解锁水平总体上较高且呈现出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2005—2009年碳解锁效率整体水平下浮 1.6%，这种下降可能是重

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的高污染高排放，使得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碳解锁效率水平下降；2015—2019 年碳解锁效率整体水平上浮

2.0%，这种上升可能是政府部门积极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良好转变。从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来看，地区间的效率值差异呈现先

扩大后缩小的趋势，2000年最高效率值的上海为 1.653，最低效率值的四川为 0.445，两者相差 1.208，这表明区域之间差异性

明显；2013年区域之间呈现出更大的差异性，最高效率值的上海与最低效率值的安徽相差 1.845，但 2014—2018年各省市出现

拐点，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在逐步缩小并趋于稳定（见图 1），高效率地区主要为上海、江苏、浙江，低效率地区主要为四川、贵

州、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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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碳解锁效率趋势 

第二，从长江经济带按上游、中游、下游三大区域划分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碳解锁效率呈现出明显的区域

性差异（见图 2）。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的碳解锁效率在 1.0～1.2区间内波动式变化，没有较为明显的趋势，下游区域的碳解锁

效率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趋势，上游区域的碳解锁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式上升趋势，这表明 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

游三大区域碳解锁效率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可能与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容量以及相关法律政策有关。下游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促进产业低碳转型，碳解锁效率一开始高于上游区域和中游区域，之后却呈下降趋

势，应进一步提高碳解锁效率；上游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生态环境容量巨大，碳解锁效率虽起点低，但具有良好的发展

势头，应积极扛起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责任”，努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机制。 

 

图 2长江经济带及上游、中游、下游区域碳解锁效率趋势 

第三，从省际差异来看，总体上呈现上游地区碳解锁效率低，下游地区碳解锁效率高的趋势，除却安徽，下游地区的上海、

江苏、浙江的碳解锁效率较高，平均碳解锁效率值为 1.220左右，大多年份为 DMU有效值；安徽的平均碳解锁效率值为 0.707,DMU

有效值较少，碳解锁效率水平较低，这与其自身仍以重工产业为主，导致以碳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的总量增加有关。另外，从

单个省份的碳解锁效率值来看，重庆、四川、贵州的平均碳解锁效率值分别为 0.898、0.786、0.944，这些省市都属于上游地区，

与碳解锁效率水平较高地区仍有显著差距；但云南作为上游地区之一，其平均碳解锁效率值为 1.253，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碳

解锁效率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截至 2018年，其碳解锁效率值为 1.767，位列 11省份第一。云南利用自身区位优势，把

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形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格局，建设东西双向、陆海统筹的对

外开放新走廊，并积极推进清洁能源交易，这表明推进动能转换提速有利于提高碳解锁效率。 

四、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动态分析 

（一）总体动态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碳解锁效率变化受哪个分解效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引入 Malmquist 指数模型进行分析。在此之前，由上述

估计结果得到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在时间序列上的效率值变化，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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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历年均值 

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值大体呈现出“M”型变动趋势，总体都在 0.9以上，一直处于高效率水平，说明长江经济带碳解锁

效率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2010 年以前，碳解锁效率处于波动式上升趋势，这表明国家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逐步开始注

重保护长江生态环境；2010—2012 年，碳解锁效率出现陡然下降，这是由于“十一五”末期及“十二五”初期，长江经济带经

济增速持续走低，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增速均不同程度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弱化，长江

经济带产业处于转型初步阶段，随后带来能源消耗量过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使得碳解锁效率值由 2010年的 1.143下降至

2012年的 1.019；随后碳解锁效率值于 2013年达到峰值 1.149，这是由于 2012—2013年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包括全

面落实加快推进增强黄金水道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保护好长江生态环境、创新

区域发展体制机制等六大任务；从 2014 年起，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处于上升趋势，这是由于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在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经济优势和区域辐射；从 2016年起，碳解锁效率出现小幅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随着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地区吸引相关产业驻扎，从而能源需求总量扩大。 

（二）Malmquist指数实证分析 

利用 Malmquist指数模型可以分解出 2000—2018年的技术进步效率和技术效率，其中，技术效率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图 4）。大部分碳解锁效率指数大于 1，这表明长江经济带总体碳解锁效率变化指数处于上升阶段，2000—2018

年 TFP指数曾于 2006—2007年达到峰值 1.970，但于 2005—2006年出现陡然下降。技术效率指数可进一步分解得到的纯技术效

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其变化幅度不大；技术进步指数变化趋势与 TFP指数变化趋势保持相对一致，且均值大于 1，技术进步

指数的变化直接影响到 TFP指数的增长，这表明依靠技术进步能够有效提高碳解锁效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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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分解结果变化趋势 

五、碳解锁效率驱动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的差异除了受到投入、产出指标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驱动。为探讨影响碳解锁效率发展

的因素，本文在得到长江经济带碳解锁超效率值的面板数据之后，以此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建立 Tobit 面板模型，分析其他因

素对碳解锁效率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及相关说明 

被解释变量（Yit）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长江经济带碳解锁超效率值，i、t 分别表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值。参考以往相关

文献研究，考虑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等方面作为解释变量。(1)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X1），本文选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当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2)产业结构（X2），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3)创新水平（X3），本文选取科技开发项目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4)对外开放程度（X4），一般认为，一个地区的出口开放程度可以通过该地区的进出口额高低来表示，但考虑数据的平稳性，本

文选取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度量；(5)城镇化水平（X5），本文选取城镇化水平作为指标之一，具体表现为城镇常

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二）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变量选取，Tobit面板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β1、β2、β3、β4、β5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1）经济发展水平对碳解锁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使碳解锁效率的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

每上升 1个单位，碳解锁效率则提高 0.0879个单位，这与理论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使碳解锁效率提高相一致。具体来说，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产业的集聚效应、技术水平较高，地区碳减排政策较为完善，对废气治理的投资相对较大，使得碳

解锁效率水平较高；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小，地区碳减排政策处于模仿阶段，对废气治理的投资

相对较小，因而碳解锁效率水平较低。本文实证结果符合这一说法，具有传统理论意义。 

(2）产业结构与碳解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违背传统的理论设想，一般来说，产业结构较为优化的地区，其

技术水平也较高，尤其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这有利于碳解锁效率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是影响碳解锁效率的重要因素，其回

归系数为-0.8902，数值较小，说明产业结构对碳解锁效率的影响作用有限。之所以产业结构对碳解锁效率的影响与传统意义不

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大多数的工业是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碳减排技术处于需要进一步加强阶段，经

营者的环境保护观念有待加强；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技术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产品正在不断从创新成果转化为规模商品生

产，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急剧增长，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企业能够实现产业总值的迅速增长。 

(3）创新水平与碳解锁效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虽然对于科研开发项目的内部支出在逐年增加，但是带来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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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并不高。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大多集中于研发节能减排技术而并非实现研发与应用之间的过渡，从而并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

与环保效益的双赢局面。一般来说，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碳解锁效率的提升，本文研究结果与之相佐，是因为科技创新并未

做到有针对性，以及技术成果没有得到进一步转化。 

(4）对外开放程度对碳解锁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充分表明经济开放程度是影响碳解锁效率的驱动因素，一个地区

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这个地区的碳解锁效率就越高。相关研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二氧化碳的

排放，但其带来的技术效应能够显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即外资的技术效应大于其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并且，虽然近年来

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引进外资仍然能够带动经济效率的提升，从而带动地区碳解锁效率的提高。 

(5）城镇化水平与碳解锁效率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城镇化水平越高，碳解锁效率越高，当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个单位，

碳解锁效率则提高 0.6833个单位。相关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能够影响碳解锁效率，且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由于城镇化

的一个具体效益在于规模效益，城镇化初期阶段会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扩大则会抑制碳排放，因而城

镇化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低碳发展有利于提高碳解锁效率，所以城镇化水平与碳解锁效率之间正相关。 

六、结论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在产业集聚与人口聚集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要实现地区低碳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

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在积极响应“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号召下，要坚持低碳发展与生态优先，控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尤其要控制碳排放强度，提高碳解锁效率。本文通过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模型与 Malmquist 指数

模型相结合，并以制度、技术为投入，以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测算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

2000—2018 年碳解锁效率，最后利用 Tobit 面板模型分析碳解锁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评估结果显示，

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碳解锁效率总体呈现先下降后升高发展趋势，各省市间的差异性先扩大后缩小并逐步趋于稳定；但按上

游、中游、下游的划分来看，碳解锁效率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的特征，下游地区除安徽外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碳解锁效率较

高。Malmquist指数模型结果显示，大部分碳解锁效率指数大于 1，即长江经济带总体碳解锁效率变化指数处于上升阶段；分解

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化直接影响到 TFP 指数的增长，即依靠技术进步能够有效提高碳解锁效率水平。而关于影响碳解锁

效率差异的因素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与碳解锁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产业结构和创新水平

对其呈负向影响。 

为提升长江经济带碳解锁效率，应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1)综合考虑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实际情况，注重利用自身发展

优势，调整自身发展劣势，以取得碳解锁效率的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内的安徽应当注重经济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

之间的平衡发展，做到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评估自身环境承载力，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引导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与工业化转型升级，减少城镇化盲目扩张的行为，控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项目，淘汰低端落后产业链，构建长江

经济带现代化产业体系。(3)制定科学合理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政策，将外资优先用于发展绿色环保或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充分

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节能减排技术。(4)加快在环境治理引导下进行科技创新，促进资源节约化和产业绿色化的实现，促使长江

经济带向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抓紧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才注入，重点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的实现和应用。(5)做

好长江经济带发展顶层设计，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建立部际联系机制和全流域省际协调机制，依照区位建立长江经济

带上中下游联系机制和专项碳解锁项目协调机制，推进经济带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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